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人才培养理念的嬗变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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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人才培养理念经历了从洋务外语学堂的“中体西用”专才观和清末大学“会通中西”的通才教育思想，到民初“硕学闳才”的大学教育宗旨和民国中后期大学外文系各具特色之通才观的历史嬗变。这对我国当前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改革具有两点重要启示：一，外语专业教育应以通识教育为主导理念，培养人文通识型外语人才；二，追求特色化办学是不同类型高校外语专业教育健康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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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and its revel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concep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in Chinese modern universities

Xiao Weiping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concep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in Chinese modern universities experienced from the professional thought of 搕raditional Chinese system combined with westernized methods and ideass”of colleges of foreign language,  the liberal ideas of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of at late Qing dynasty, the educational mission of “knowledgeable and professional talents”in the early stage of Republican Period to the characteristic concepts of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stage. The evolution i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education reform of foreign language professionals in nowadays Chinese universities: general education should become the dominant concept of foreign languag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talents are its the training goals; pursuing th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only choice of foreign language professional for differet kinds of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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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遵循不同的人才培养理念决定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我国高校外语专业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施行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在满足市场经济需要的同时，也导致人文教育淡化，外语专业学科的本质属性遭到质疑。“通往明日的未知路径常常是由反省昨夜的冷峻烛光照亮的”。[1] 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办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外语学堂或大学外语专业为近现代中国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本文通过梳理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人才培养理念的嬗变轨迹，对我国当前高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一、洋务外语学堂的“中体西用”专才观
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培养“通儒”、“贤才”为主要目标。鸦片战争以后，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以奕䜣和李鸿章为首的朝廷官员积极倡导“洋务运动”，学习西学和西艺，大力兴办洋务实业。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受到严重冲击，社会急需经世致用之才。其时，为了应付清政府在外交、军事和科技上的迫切需要，以京师同文馆为代表的洋务外语学堂确立了培养工具型外语人才的办学目标。

最初洋务外语学堂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外交翻译人员。正如《遵议设立同文馆折》中所说，“欲悉各国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第蕴。”[2]。然开办五年后，京师同文馆的办学宗旨开始发生变化。洋务派认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于实用”。[3]]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仍不能达到“自强”、“御辱”的目的，乃奏请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1888年又添设格致馆。但是“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4]由此，京师同文馆经历了最初以培养外交、翻译人才为主，发展至培养精通“西语”的“西艺”人才。与传统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特征相比，同文馆注重人才的工具性倾向，称之为“专才”，并强调“中体西用”为其指导思想。因为洋务学堂虽以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军事技术和工艺制造为主，但仍以中国传统的纲常礼教、伦理道德为根本，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晚清政府统治。

二、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会通中西”的通才教育思想

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实际上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洋务学堂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培养的工具型人才，不论是在时代意识上，还是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等方面都存在不足。为此，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极力倡导学习西方大学办学模式，培养“会通中西”的通才。

1898年，康、梁二人在代为起草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此次设立学堂之意，乃欲培植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今力矫流弊，标举两义：一曰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5] 1901年，清政府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6]次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再次重申，“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制纲领”。[7]可见，“造就通才”乃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纲领。

译学馆在遵循大学堂办学宗旨的前提下，结合外语学科的特点确立具体培养目标。1904年《奏定学务纲要》明确规定，“意在通晓各国语文，俾能自读外国之书，一以储交涉之才；一以备各学校教习各国语文之选，免致永远仰给外国教师”。[8]由此，译学馆的培养目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外交翻译人才；另一类是外语教员。《奏定译学馆章程》对此进一步阐释，“设译学馆，令学外国语文者入焉，以译外国之语文，并通中国之文义为宗旨。以办交涉教译学之员均足供用，并能编篆文典，自读西书为成效。”[9]也即是说，译学馆以中西学问兼通为宗旨，所培养的两类人才不仅能自读西书，还要能编篆文典。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译学馆在人才培养规格上要求甚高。正如译学馆甲级生毕业训词中讲到：“译学馆为养成外交人才而设。于语言文字之外，辅之以普通学、进之以专门学，非徒以备舌人也。将使诸生宏其所学，察政教之繁变，求学问之贯通，裕为全才，以备国家之用。”[10]因此，译学馆不仅仅是培养精通外语的专门人才，更要培养知识全面、学问贯通的通才。“学务大臣所期望所责成，则不惟育译才而在育学问完备之译才，不惟习外国语言文字，而在习外国语言文字以求外国之学术。”[11]这进一步凸显了外语专业的功能：学习外语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应用，而且要通过外语来研究外国学术，会通中西学问。
三、民国初期“硕学闳才”的大学教育宗旨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探索大学通识教育问题的先驱，其教育思想受德国大学观念的影响较大。1910年12月他在《教育杂志》上发表译文《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中系统介绍了德国大学理念：大学教育目的，非职业上实地之训练，而在授以科学的知识与科学的研究之途径。“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为一”。[12]该理念在他领导民初教育改革和北京大学改革过程中得到具体实施。

1912年就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颁布《大学令》，明确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3]所谓“硕学”，“硕”即“大而多”，“学”，既有一般的科学、学问之意，但更多的是与“术”相对的“学”。 而“闳才”的“闳”乃指“宏阔”、“广博”。“硕学闳才”即学问广博而精深的人才。因此，“硕学闳才”实为通识教育理念在民国初年的具体体现。蔡元培还在北京大学提出要“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主张文理“兼习”，“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14]如北京大学英文系在1922年“壬戌学制”出台前规定，学生除修读文预科的普通（通识）教育课程外，一年级还要必修一系列共同必修科；学制出台后，英文系则不仅要修读由其他系开设的一定学分的通识教育课程，还加强了选科制。通过课程设置使学生接受宽厚的通识教育，为其日后求学深造和就业打下扎实基础。

四、民国中后期大学外文系各具特色的通才观

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标志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真正全面学习美国大学模式，通识教育逐渐成为影响当时大学人才培养的主导理念。1929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科学生（医学院除外），从第二年起，应认定某学系为主系，并选定他学系为辅系；……除党义、国文、军事训练及第一第二外国文为共同必修课目外，须为未分系之一年级设基本课目”。[15]为了实现通识教育目的，大学还加强了课程管理。1938年9月9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会后公布了《文理法三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 。如果说此前通识教育理念在大学教育中还处于隐约状态的话，1938年以后，通识教育理念已经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对各校外文系确立“通才”培养目标起到了导向作用。不过，由于学校性质不同，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各具特色。

（一）国立大学外文系遵循“国家主义”办学原则

中国近代面临的国家和民族危机，使众多中国知识分子把教育作为救国的有效途径，因此国立大学创建之初即带有强烈的教育救国思想。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到民国的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无不承载着这样的历史使命。正如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所说，“大学的经费来源是国家的税收，是出于人的负担，所以大学对于国家、民族的生存问题不能不负一种责任。”[16]因此，国立大学外文系在制定培养目标时也坚持“国家主义”原则。例如，1935年中央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设置方针为：1、注重外国文基本及实际之训练以增进阅读写作介绍及翻译之能力；2、讲授外国文学之标准作品以提高欣赏及批评之程度并吸收其优美之文艺思想以资观摩；3、研究各国文学及其民族思想之表现以激发独立进展之精神，并培养为中国民族宣达意志之人材”。[17]该方针强调外文系不仅要培养具备外语应用能力和文学素养的人才，更要培养以文学创作为武器、以实现民族振兴使命的外语人才，这也是特殊时期赋予外语专业的历史使命。

（二）私立大学外文系强调实践能力培养

私立大学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创办者投入、学生学费以及私人捐赠，因此在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时要考虑到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尤其是对于学生来说，高额学费投入必然要求相应的回报，因此他们对就业特别关注。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私立大学外语专业尤为强调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例如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柳无忌上任伊始即提出英文系的任务：“造就以英语为专业的人才，能读能讲，可以愉快胜任从事需要英语的职业；培植一些研究与翻译西洋文学的学者，以介绍外国文学为终身事业，或更进一步，经过中、西文学的比较而从事中国新文学的批评与创作”。[18]对于英文系的发展，张伯苓校长也曾提出中肯意见：“文学系当然要读文学，但学生毕业到社会上要具备就业能力，不能饿着肚子作诗啊！”[19]因此英文系从二年级起增设了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如“教育学”、“社会学”、“讲演术”和“新闻习作”等，以提高学生的写作、口译和教学等方面的实际工作能力，有助学生毕业后能胜任各行各业的工作。

（三）教会大学外文系注重中西文化会通

教会大学发展初期的办学宗旨是宗教第一，教育第二。虽然立案后其宗教性有所削弱，但是宗教教义中的某些积极内容却得到强化，如“博爱”、“牺牲”、“服务”等基督教精神始终践行于学校办学实践。此外，传教士还肩负传播基督教义和改造中国的使命。因此，对教会大学外文系来说，如何会通中西文化，培养中西贯通的人才，是其重要任务之一。

例如1927年辅仁大学制订《私立北京辅仁大学组织大纲》明确提出：“本大学以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国固有文化，养成硕学通才为宗旨”。[20]为了实现“硕学通才”的宗旨，“各系所设科目，除本系指定必修者外，自馀均可斟酌选习，触类旁通，以期养成通学之士”。[21]在具体办学过程中，辅仁大学一贯重视国学。校长陈垣认为，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知识十分必要，但对本国文化的掌握尤为重要。他担心学习西语专业的同学，四年读下来，勤奋者，略得真谛；怠惰者，则极易变得“横竖不通”（意指对横写的外语和竖写的汉语）。[22]因此，学校规定，“国文”课为西语系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陈垣校长的真知灼见，使西语系学生受益终生。
五、现实启示

（一）外语专业教育应以通识教育为主导理念，培养人文通识型外语人才

中国近代大学经历了一系列艰难变革历程，在外语专业教育方面，始终以中西会通、人文素养深厚的外语通才作为培养目标。尤其在民国时期，绝大多数外文系隶属于大学文学院，其教学和研究均以文学见长，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然而，建国以来，由于过分强调语言的工具性，外语教育的功用性逐渐突出，背离人文主义教育传统的趋向愈发明显。上世纪90年代初起，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外语专业又开始致力于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语言技能+实用知识”的培养目标，不仅损害了外语专业的传统优势（语言和文学），而且使外语专业的定位愈加模糊，因为它从根本上削弱了外语教育的本质：人文教育。正是这样的专业定位导致了目前外语教育过于注重语言技能和实用知识，从而使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深度、知识结构、分析问题能力等方面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学生相比有了较大差距。

时代在发展，但外语专业的人文属性不会变。目前通识教育改革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全面展开。外语专业教育除了注重专业教育属性之外，基于其人文属性，更应加强通识教育。因此，当前大学外语专业应该重新强调通识教育理念，将培养目标定位为人文通识型外语人才，即具有扎实的外语语言技能、深厚的人文素养、宽广的知识面以及具备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外语通才。
（二）追求特色化办学，是不同类型高校外语专业教育健康发展的关键

“高校办得好坏，不在规模大小，关键是要办出特色，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风格。”[23]民国时期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共性是培养“通才”。不过，由于办学经费来源的不同，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的外文系在制定培养目标时都会有所侧重，以彰显办学特色，体现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目前，我国高校种类多、数量大、发展快，高校办学和人才培养的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为了避免出现各高校外语专业定位相似，人才培养“千人一面”的现象，不同类型高校要植根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自身办学底蕴传承，以通识教育理念为办学主导思想，同时追求个性化办学。就外语专业教育而言，综合性大学应侧重培养人文通识型的国际化外语人才，师范类院校应主要培养综合素质高的外语师资，财经类、理工类等院校仍应注重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而高职院校则主要培养技能应用型外语人才。总之，走特色化发展道路是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校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外语专业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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